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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的地域性与开放性
◇尹全海

2019年3月29日，“推进中原学研究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有幸参与讨论中原学学

科建设问题。与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受益良多，在此，结合目前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谈谈中原

学的地域性与开放性问题，向诸位先生请教。

一、中原学的地域标识

中原学是地域性学科，地域性学科首先要有地域标识。在近10年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中，黄河学

和炎黄学，其时空范围和学科影响力已超出了中原历史文化的含义。中原学与中原历史文化之间，是一种

名与实的关系，中原学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中原学学科概念根植于中原本土，是中原

历史上“宋学”“洛学”及“新理学”的当代阐释，学脉传承，渊源有自，具有独特的中原标识意义。

（一）中原学之提出

学科概念的提出与诠释，不仅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学术自觉的具体体现；中原学概念的提

出，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必然结果。2003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原崛起”计划，在2004年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不久，2005年，时任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庚香在《文化河南与中原崛起的思考》中就明确

提出，要通过“文化形象再造”“建设文化河南”“助力中原崛起”等文化河南建设思路。次年，李庚香在《文化

河南与中原崛起》中把“传承中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河南”作为中原崛起的重要内容和实现中原

崛起的重要保障力量。李庚香调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在论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中原崛起的

关系时指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提高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传播力”，就是要自觉、主动地“建

设当代中原文化，建设文化强省及强大的中原学派”（《关于河南文化强省建设的若干思考》）。2010年，李庚

香再次提出中原崛起战略与河南“大文化”建设问题，以河南的“大文化”建设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

与学科支撑。

历经多年酝酿与思考，至2016年，李庚香在《河南社会科学》上发表《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

思想河南》，提出“中原学”概念，他希望通过“整合各学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导中原文化研究方向，

将多学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建设“中原学”学科，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凡一学科，概念之生成，要么是回顾性概念，如中国学术史上先有学术之实，然后有与之对应的

学术之名；要么是展望性概念，预计学术发展趋势，抢先创新学术概念，然后丰富其内容。中原学学科概念

的提出属于后者；在学科概念出现之前，从建设文化河南、助力中原崛起，到主动、自觉地发展繁荣中原文

化，建设强大的中原学派，直至抽象出中原学概念，提出建设中原学学科，其间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学术自觉、

学术研究的致用取向。

（二）中原学的地域标识

学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研究对象的抽象化。中原历史文化的学科化，首先学科概念要有中原

标识，如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以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等古代文献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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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均赋有明确的地域性标识。

中原学的提出，源自中原学者对中原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回应和思考。其中，最直接现实的动因，是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先是沿海大开放，然后是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在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河南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从人均水平上河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洼地”，这一现实问

题考问中原学者，“中原崛起”路在何方？中原学提出最深层的历史文化动因，是面对宋室南渡以来中原文

化影响力逐渐弱化，中原学人对中原文化地位的反思及学术自觉。自北宋王朝的毁灭，“中国文化中心搬

到了江南”，特别是1979年苏秉琦提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理论及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1988

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著名论文，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原历史文化在中华

文化的摇篮和主干地位，被“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取代。自觉思考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价值和地

位，成为中原学者的历史使命。继2001年“华夏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把“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

中心性城邑”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重点之后，2003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原崛起”计划在

2004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亦于2004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为中原学者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及中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提供难得契机。

中原学以时空演进中的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出发，反思近年

学术界为什么只认可“多元”，而忽略“一体”，并希望看到“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中原文化是“最亮的一

颗”。中原学在内容结构上，呈现为“古（古代传统文化）、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人（人物）、文（文献典籍）

四大研究领域”；而在研究时序上，中原学又是“关于老家河南、出彩河南、创新河南、幸福河南的地方性知

识，是赢得河南未来的开放性学科”（李庚香《推进中原学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中原学以“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区”为依托，以打造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担当国家赋予的重大文化使命为目标。中原学在学脉渊

源上，上承历史上的“洛学”“宋学”，接续冯友兰“新理学”，下启中原学派建设及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进程，

渊源有自。

（三）中原学与中原历史文化相关学科的关系

在近10年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中，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及由此构建的黄河学，以炎黄二帝

及广义炎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炎黄学，其学科标识在时空范围和学科影响力方面已超出中原历史文化的

含义。

黄河学，从“侧重黄河治理”的黄学，到以黄河区域为研究对象，“带有学科综合倾向”的黄河学，均以“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地理单元”——黄河为研究对象。河南大学创建的“黄河学”，一改过去“多从解决具体

问题和文化、文明等单一角度进行研究”，而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大黄河”的概念，把黄河学的研究对象

概括为三个层次（吴朋飞《“黄河学”学科建设刍议》）。但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的最初构想并未改

变。关爱和不仅把5000年黄河文明划分为早期中国、帝制中国和转型中国“三个观察时段”，还围绕生态文

明、政治文明、思想文明、世界文明四个方向创新“黄河文明知识体系”（《黄河学：黄河文明研究的创新性转

化》）。据此构建的“黄河学”，一方面界定了黄河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但同时也预示着黄河学学科标识大

大超出了中原的时空范围和影响力。炎黄学研究团队所构建的“炎黄学”，希望用“学”梳理出学界关于炎黄

文化的基本脉络，凝聚几代学人关于炎黄文化研究的共识；依托“学”推动炎黄文化研究于当代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在“学”的旗帜下建立起文化自信和自觉。通过构建炎黄学，推动“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

化进程”（沈文慧、朱国伟《炎黄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之学》）。从目前已经公布的“炎黄学公开课”十四讲

的内容，也就是《炎黄学概论》的核心内容看，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广义的炎黄文化，同样超出了中原历史

文化的承载力和影响力。

中原学与黄河学之间，在时空范围上有所重叠，但黄河学研究对象更侧重区域性和共时性，“世界上独

25



河南社科文摘52021

中原学理论研究 ZHONGYUANXUELILUNYANJIU

一无二的自然单元”—黄河为其学科标识。中原学与炎黄学之间，在时空范围和文化影响力上都有所重叠，

炎黄学更关注炎黄文化的演进，侧重文化传承和历时性，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是其学科标识。中原学与

中原历史文化之间，是一个名与实的关系。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以“学科群”统属中原考古、中原历史和

中原文化，至少三个二级学科，相当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综合，或知识模块的组

合。“学科群”可以表达“中原历史文化”在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上的交叉性与综合性特征，但缺少统领或整

合各独立学科之间关系以及学科知识之间内在逻辑的概念工具和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学科化进程中尚未进

入“抽象化”和“概念化”环节。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需要借助中原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整合中原历史文化

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界定其逻辑关系，对中原历史文化进行学科规范。如中原学将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

纳入研究范围，又以回应河南现实问题为研究旨趣、以国家赋予的文化使命为研究目标，使中原历史文化的

学科化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方向感和价值追求。

二、中原学的开放性特征

区域性学科发展，最忌讳为突出区域特色而画地为牢，自设疆域。中原学，作为一门区域性新兴学科和

交叉学科及建设中的一流学科，不仅要有中原标识，更应具有开放性特征。因此，我们对中原学之“中原”、

中原学之“中原历史”和中原学之“中原文化”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时，应在时空演变中展现其开放性特征。

（一）中原学之“中原”

中原学之“中原”，界定的是中原学的空间范围，从中原之中原，到中国之中原、世界之中原，是一个由内

向外多层演进中的“空间过程”，极具开放性。其中，中原之中原，相当于地域中原中的狭义中原，历史文献

中的豫州、中州、中土等，也可称为历史中原。具体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行政区域，“北到安阳一带，东抵豫

东及鲁西南部分地区，南至淮河沿岸，西南至南阳盆地，西达潼关以东”，16.7万平方公里。中国之中原，是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政策调整的产物。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

年）》以及2016年9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公布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规划的中原经济区，包

括“河南18个地市，10个省直管县市及山东、河北、安徽、山西12个地级市，3个区、县，总面积约28.9万平方

公里”，相当于地域中原中的广义中原，或可称之为当下之中原。世界之中原，强调的是中原学的传播发展

和影响力，当下切入点则是“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原。历史时期的中原本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出发地；

中原名城洛阳、开封，不仅是千年帝都，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西出洛阳或东出汴京，源自中原的物

质、文化和人才，源源不断走向世界。郑州航空港更是拉近了中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心灵距离，为中

原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中原学之“中原历史”

中原学之“中原历史”，界定的是中原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历史既是实

实在在发生的“往事”，也是“对往事的记录”；对往事本身的研究，称为本体论，而关于往事记录的研究，称为

认识论。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原历史，就是中原学研究的历史范围，上起五帝时代，下至当下崛起中的中原，

包括历史中原、当下中原，以及从历史中原到当下中原的历史进程。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列入研究重点

的“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夏王朝在河南的兴亡、商王朝在河南的盛衰、春秋时期的

中原诸侯及中原逐鹿的战国七雄、秦汉统一王朝时期的河南郡县设置、宋元明清时期河南的经济社会生活

等，既是中原学的研究内容，也是本体意义上的中原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原历史，也就是前人建构的历

史，或称之为思想史，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包括前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前人的认识水平。如“中原”名

称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原地域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界定，以及从遥远的过去（历史）和从遥远的远方（他者）对

中原的观察与建构活动。比如，当下依然存在于历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三月三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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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中州民俗，羲皇故都、黄帝故里等中原符号的建构，等等。近代以来，中原人自己心目中的中原，以1940

年嵇文甫在《河南精神》中对中原历史文化的描述最具代表性：“五千年之仰韶文化，三千年之殷墟文化，皆

在河南境内。”“自周公宅洛，郁郁乎文，后世政教，概源于此。五霸之所经营，七雄之所逐角，大抵皆环绕此

中心而活动也。”“王畿帝都之所在，冠盖辐辏，人文荟萃。巨人长德，恢宏魁硕之士，往往出乎其间，而为一

世所宗仰。”其间表达的是作者身居“自古为中国文化中心地”中原的骄傲和自豪。当然，认识论意义上的中

原历史，也包括他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察与建构活动。

（三）中原学之“中原文化”

中原学之“中原文化”，界定的是中原学研究的价值追求，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形态、中原文化的超

时空影响及其所蕴含的国家使命和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三个层次，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原文化。有学者将

其称为“中原文化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去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又怎么样在根与魂的核心

内容上体现中原文化的风采”（丁素《推进中原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原学研究的价值追求，首先

是从中原文化中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性转化及存在形态，即从中原观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如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文化”“万姓同根，根在中原”等习以为常的叙述

和概括，已经界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中原文化的本

质是根文化。中原学研究的超时空影响，主要是从中原文化的本质中提炼出具体的存在形式，比如，在中国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原学者依据中原姓氏文化、黄帝文化、功夫文化、汉字文化、元典文化、河洛文化、客家

文化等根亲文化资源，建构而成的“根在中原”“根在河洛”“闽台祖地”，以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根亲

文化节”等根亲文化事象，在文化传承创新意义上，是对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尊祖敬宗”优良传统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担当国家赋予的文化使命意义上，是“建设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打造中华民族精

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重要载体。中原根亲文化还蕴含着如“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人类共同关心的

普遍性话题。

中原学的开放性特征，还体现在从中原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

区域性学科，往往限于地方性学科资源的发现与整理，或停留在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描述，国家在场或普遍

性意义难以呈现。中原学“从中原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就是从中原出发，努力超越

地域性学科局限，以地域性学科，担当国家使命、表达国家话语及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

作者简介：尹全海，男，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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